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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资源型城镇的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研究 

——以武汉市黄陂区为例 

张璨 方世明
1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摘 要】：黄陂区是武汉市最大的山水资源型城镇,构建其生态安全格局是武汉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以

黄陂区 2018 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DEM 高程图为主要数据来源,将生态敏感程度高的林地、水域及湿地作为源

地,通过最小累积阻力模型,识别生态廊道和节点,划分生态功能区,构建并优化黄陂区生态安全格局。结果表明:(1)

研究区内识别生态源地 169.55km
2
,占全区总面积的 7.5%,呈现“两极分布、相对独立、连通性较弱”的空间分布特

征;(2)提取生态廊道共 132 条,生态节点 83 个,从空间分布上看,廊道集中于北部山地和南部水域,在城镇建设用地

和大面积耕地地段最难连接;(3)根据计算结果将研究区划分为 5 个不同级别的生态安全水平区,自南北向中部生态

安全水平大致呈由低到高的趋势,通过优化生态网络连接,对于保护区域生态安全、维护区域生态稳定、缓解区域生

态压力发挥着重要的保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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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人类对土地资源过度开采与不合理利用的问题逐渐突出,生态系统破坏严重[1],

尤其是山水型城镇空间的生态环境对于维持自身系统稳定性和抵抗外界干扰的能力较弱,在多重因素作用下,资源环境与土地利

用的矛盾日益尖锐,生态环境压力已逼至临界点[2,3]。位于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城镇大多具有山水地形结构清晰、生态环境脆弱、旅

游资源丰富的特点,河湖与山脉等天然的景观形态使城镇空间拓展更易带来区域生态破坏。本文研究对象为山水资源型城镇,指

地势地貌独特、历史文化悠久、在城镇范围内具有明显山水格局,以山地、河流、湖泊为代表,生态环境对城镇空间产生重要影

响的建制镇或集镇[4,5]。生态安全体现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完整情况,是人类在生产、生活等方面不受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威胁的保

障程度[6]。生态安全格局的合理构建对于维护区域生态系统稳定与生态结构完整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取研究区内构建生态安全

格局的方法,以景观生态学为理论支持,识别出重要的大型生境斑块作为研究区内重要源地,通过模拟不同生态系统能量流动过

程,提取在维护生态系统安全和稳定方面起着关键作用的生态廊道及节点,在地域空间范围内不断优化区域生境环境,有效控制

和改善区域生态问题[7,8]。 

到目前为止,构建生态安全格局的方法逐步完善,“识别源地—构建阻力面—提取廊道及节点”的框架已成为构建生态安全

格局的基本模型
[9,10]

。基于不同的目标对象,学者们以各种视角及方法确定生态源地。Zagas 等
[11]
关注森林的土壤保持功能,识别

出希腊奥林匹斯山的关键性水土流失防护空间;杨姗姗等[12]通过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和生态敏感性评价,划定生态红线范围,作

为研究区重要的源地斑块;Peng 等[13]提出生态源地的识别还需要将生态退化风险对生态用地的影响考虑其中。对于廊道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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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已提出最小累积阻力模型[14]、线性要素提取法[15]、斑块串联法[16]等方法,而最小累积阻力模型由于能通过计算耗费成本反映

物种之间的扩散及潜在流动趋势,体现物种流动与景观格局之间的关系,已被广泛用于廊道识别和生态安全格局构建[9,17,18]。但长

期以来,基于生态安全格局的研究很少针对城镇片区,城镇空间的拓展与社会经济的转型,使得山水资源型城镇的生态环境问题

进一步凸显。为使山水型城镇在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能够维持原有的自然环境不被破坏,维护区域生态系统的稳定性,本研

究通过构建区域生态安全格局,将生态安全与城镇空间之间有效衔接,调整区域各要素的结构与数量,促进区域生态环境与资源

要素可持续发展,这对城镇地区特别是生态较为脆弱的山水型城镇的生态系统管理具有重要研究意义[19]。 

本文所研究的黄陂区是湖北省内典型的山水资源型城镇,拥有丰富的自然旅游资源和地理位置优势,生态功能和地位在武汉

市十分突出。以景观生态学为理论基础,借助 ArcGIS 软件,通过生态敏感性综合分析识别出敏感性高的区域为源地;运用最小累

积阻力(Minimum Cumulative Resistance,MCR)模型构建最小累积阻力面,提取生态廊道和生态节点,构建并分析研究区域的生态

安全格局,为黄陂的生态系统稳定和生态空间布局优化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1 研究概况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区概况 

黄陂区是湖北省武汉市市辖区,位于长江中游北岸、湖北省东部偏北,武汉市北部(图 1)。是武汉市面积最大、环境质量最好

的城区。黄陂属亚热带季风气候,雨量充沛、光照充足,热量丰富,四季分明。土地总面积达 2256.70km2,地势北高南低。境内水

资源丰富,有滠水、界河及北湖三大自然水系,河流 31条,总流长达 799.91km,流域面积 3504.3km2;湖泊 35个,其中武湖、童家湖、

后湖较大,总面积达 252.64km2,多年平均径流量 10.9 亿 m3。区内耕地面积 5.28 万 hm,森林覆盖率达 36.9%。地貌特征构成全境

“三分半山,一分半水,五分田”的格局。 

黄陂是长江经济带的中心地段,与武汉主城七桥相通,全区高等级公路路网密度位居全省第一。主要的土地利用类型包括耕

地、林地、水域、建设用地等。其中,其他建设用地主要指独立于城乡用地以外的厂矿、交通道路、机场及特殊用地,即武汉天

河机场、临空经济产业示范园等。黄陂区利用丰富的旅游资源和地理区位优势,将休闲旅游经济确立为其发展的特色经济之一。

旅游用地的开发与城镇用地规模的快速扩张必然对相应的生态环境产生影响,因此选取该地区作为研究对象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图 1黄陂区地理位置 

1.2 数据来源 

本文的主要数据包括:黄陂区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数据与 2018 年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源自黄陂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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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研究区特点,将土地类型分为耕地、林地、水域、城镇用地、农村居民点、其他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 7类(图 2);数字高程模型

(DEM30m 分辨率)栅格数据,源自地理空间数据云(http://www.gscloud.cn/),用于提取高程、坡度数据;黄陂区 2018 年归一化植

被指数(NDVI),源自地球系统科学数据共享平台(http://www.geodata.cn/),用于植被覆盖度分析;区域交通数据(路网图)及其

他相关数据源自黄陂区总体规划文件等。 

2 研究方法 

2.1 生态敏感性综合评价 

2.1.1 评价因子的选取与等级划分 

 

图 2黄陂区土地利用现状图 

生态环境是自然因素和人类生产生活综合作用的产物,在研究生态敏感性时常采用多因子综合评价分析法[19]。考虑数据的综

合性、代表性和适用性,具体结合黄陂区的生态环境特点,选取坡度、高程、植被覆盖度、水域和地表覆盖 5 个因子作为黄陂区

生态敏感性分析的主要指标。同时根据国家对于生态敏感性指标体系在生态功能区划中的分级标准,对各因子的相对重要性进行

比较并赋值,将单因子敏感性用高敏感、较敏感、中敏感、低敏感和不敏感 5个等级来表示,分别赋值为 9、7、5、3、1(表 1)。 

2.1.2 评价因子权重的确定 

在评价过程中,由于各因子影响生态敏感性的程度不同,因而所对应的的权重值也各不相同。为减小指标之间的相关性,本研

究采用层次分析法计算各项因子所占比重,确定 5 个单因子权重。通过建立层次结构模型,将各因子在准则层范围内进行相对重

要性的两两比较,根据层次分析法原理构建判断矩阵并计算权重,最后进行一致性检查,检验系数 CR=0.0261<0.1,通过一致性检

查,最终确定黄陂区生态敏感性评价因子的权重(表 2)。 

表 1生态因子分级 

生态因子 生态敏感性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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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7 5 3 1 

坡度(°) >25 15～25 8～15 3～8 <3 

高程(m) >400 250～400 150～250 50～150 <50 

植被覆盖度 >0.9 0.8～0.9 0.58～0.8 0.38～0.58 <0.38 

水域 <50m 缓冲区 50～100m 缓冲区 100～200m 缓冲区 200～500m 缓冲区 >500m 缓冲区 

地表覆盖 河流、湖泊、沼泽 有林地、滩地 灌木林、疏林地、草地 耕地 建设用地、未利用地 

 

表 2指标权重 

指标 坡度 高程 植被覆盖度 水域 地表覆盖 

权重值 0.1447 0.1091 0.2849 0.2449 0.2164 

 

2.1.3 空间叠加分析 

应用 ArcGIS10.2 软件,通过表面分析、归一化植被计算、建立缓冲区、重分类等工具分别赋予坡度、高程、植被覆盖度、

水域、地表覆盖等指标相应的等级数值,绘制单因子生态敏感性分析图。完成单因子生态敏感性分析后,利用 Spatial Analyst

工具中的栅格计算器对各因子生态敏感性加权叠加,计算黄陂区生态敏感性综合得分。运用自然分类法将其划分为高敏感区、较

敏感区、中敏感区、低敏感区和不敏感区 5类,最后把具有重要敏感性的大型水源区、湿地保护区等叠加到生态高度敏感区域中
[19],得到最终的生态敏感性分级图。 

2.2 最小累积阻力模型 

2.2.1 最小累积阻力模型(MCR)法 

物种在不同景观单元之间流动时,克服阻力所形成的趋势面被称为阻力面,反映了物种从源地到达目的地所需耗费成本的总

值
[20,21]

。最小累积阻力模型是利用物种从源地到达目的地的过程中克服阻力而形成的耗费成本来反映物种扩散趋势的一种模型
[22]
。目前广泛应用 Knaapen等

[23]
于 1992 年提出的 MCR 模型,其公式如下: 

 

式中:MCR为最小累积阻力值;f表示MCR与生态过程之间的正相关关系;Dij表示物种从源j至景观单元i所经过的空间距离;Ri

表示景观单元 i 对物种运动的阻力值。本研究模型中的生态源地主要以生境质量良好、对生态环境起促进作用并需要重点保护

的斑块为目标,如森林保护区、湿地公园、风景名胜区等大面积绿地斑块[22]。本研究遵循适用性和易量化性原则,具体结合研究

区实际情况,选择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共 6 个指标作为阻力评价因子,建立生态安全阻力面模型。阻力面反映的是景观单元

在空间扩散时受到阻力强弱的空间分布。由于物种水平空间运动的生态过程以及生态功能的流动与传递主要受土地利用类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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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为干扰程度的影响[24],因此在构建生态阻力面时,我们将阻力因子分为自身因子和干扰因子两类。自身因子包括 NDVI(植被覆盖

度)、坡度和土地利用强度,其中 NDVI 和坡度为自然阻力因子,NDVI 值与阻力值成反比,NDVI 值高,则阻力值小;坡度值与阻力值

成正比,坡度小,则阻力值小;土地利用强度为人类活动阻力因子,土地利用类型不同,所反映的人为活动强度不同,据此进行阻力

等级划分,人为活动干扰越大,土地利用强度越大,则阻力值大。景观干扰因子包括距道路的距离(距县级以上道路及距县级以下

道路)和距居民点的距离,按照距离远近划分阻力等级,距离越近,干扰程度越大;反之程度越小。依据大量文献参考确定各阻力因

子的阻力等级与阻力值,用层次分析法确定各阻力因子权重(表 3),一致性检查结果 CR=0.0229<0.1,满足一致性检验要求。将阻

力值设定为 0～100,景观流动过程中所克服阻力越小,阻力值就越接近于 0[25～27]。 

2.2.2 廊道的提取 

结合研究模型中确定的各阻力因子的阻力等级及权重值,运用ArcGIS10.2中的栅格计算器建立黄陂区单因子阻力面模型,利

用 Cost-distance工具计算累积耗费阻力面。依据识别出的生态源地和阻力面,利用Cost-path工具计算生态源地间的最小累积

耗费路径,识别生态廊道。采用 ArcGIS 中的密度分析工具,通过核密度分析量化各廊道的利用效率,结合廊道所连接源地斑块的

重要性和途径区域的用地类型,识别出重要生态廊道,其他归为辅助廊道[28]。 

2.3 生态安全格局构建 

在提取生态源地、廊道及节点后,通过构建生态安全格局,更清晰的认识研究区整体生态安全水平。连接最小累积阻力面中

阻力值的分界点作为各层级安全水平区的边缘界线,将研究区划分为低安全水平区、较低安全水平区、中等安全水平区、较高安

全水平区和高安全水平区五个等级。各层级区生态安全水平高低与最小累积阻力值大小呈正向作用关系。低安全水平区物种扩

散过程中克服的阻力最小,是物种在源地间迁移运动的必经区域;高安全水平区则是物种扩散的阻力高值区,表示物种流动到达

该区域的难度较大,因此该区域安全水平较高。 

表 3各阻力因子的阻力等级及其阻力值 

阻力因子 权重 阻力等级 阻力值 

自身因子 

NDVI 0.1082 

[0.75,1] 0 

[0.6,0.75) 20 

[0.4,0.6) 50 

[0.2,0.4) 80 

[0,0.2) 100 

坡度(°) 0.2138 

[0,5) 1 

[5,12) 20 

[12,25) 50 

[25,35) 80 

[35,50] 100 

土地利用强度 0.3082 林地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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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域 10 

湿地 20 

草地 30 

耕地 50 

居民点 90 

交通用地 100 

干扰因子 

距县级以上道路距离(m) 0.1264 

[0,400) 100 

[400,800) 80 

[800,1200) 60 

[1200,1600) 40 

[1600,2000) 20 

>2000 0 

距县级以下道路距离(m) 0.0896 

[0,150) 100 

[150,300) 80 

[300,450) 60 

[450,600) 40 

[600,800) 20 

>800 0 

距居民点距离(m) 0.1537 

0～400 100 

400～800 80 

800～1600 50 

1600～3200 30 

>3200 0 

 

3 结果分析 

3.1 生态源地的识别 

3.1.1 生态敏感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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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因子敏感性分析图(图 3)表明,由于武汉市地势起伏不大,因此在黄陂区生态敏感性分析中,坡度与高程所占的比重较小,

植被覆盖度、水域及地表覆盖所占比重大。 

在坡度方面,敏感(高敏感、较敏感)区集中于研究区西北边缘的山地,主要为地势起伏大的生态林地;在高程方面,敏感区集

中在海拔高,易发生由于降水强度大、河湖水流速度大带来破坏性生态影响的地带;在植被覆盖方面,敏感区以研究区北部的山林

地、中部的生态风景区和沿河流水域分布的部分湿地为主;在水域方面,敏感区主要为研究区内大型河流、湖泊、水库及周边的

湿地斑块;在生物多样性方面,敏感区包括研究区内重要的生态林地、自然旅游区及河流湖泊,土地利用方式以林地、水域和草地

为主。各因子的敏感区域分别占研究区总面积的4.7%、3.9%、75.0%、16.7%、20.0%。 

综合坡度、高程、植被覆盖度、水域、地表覆盖 5 个方面评价结果,结合生态敏感性各指标权重,运用栅格计算器工具得出

黄陂区综合生态敏感性。整体来看,研究区高敏感、较敏感面积为 100.76km2,占总面积的 4.5%,主要分布在东部及北部的山地以

及边缘一带,包括位于研究区中部的木兰山景区一带和西北边缘的清凉寨、锦里沟、姚家山以及凤栖山附近的大片山地,这些区

域海拔高、坡度大、植被覆盖率高、生物种类繁多,土地利用类型以有林地、疏林地和湿地为主。此外,还包含一些海拔较低、

坡度较小的低山丘陵,属于生态保护的核心区域。 

 

图 3生态敏感性分析 

3.1.2 生态源地的识别 

本文从区域生态安全保护的底线出发,对综合敏感性空间分布要素进行识别,提取面积大于 1km2 的高敏感、较敏感斑块作为

生态源地,剔除面积极小、分布零散、对维护生态系统作用小的零碎斑块,并将部分面积较小但分布集中的斑块与邻近大面积斑

块进行合并处理。最终共提取 15块大型生境斑块作为研究区重要的源地斑块,总面积达 169.55km2,占研究区总面积的 7.5%,由区

内具有重要生态功能及生态价值的斑块构成,这些斑块是保护区域生态系统的最低安全保障(表 4)。从空间上看,源地集中分布在

北部和南部,中间部分的源地相对破碎且面积较小。 

表 4源地斑块一览表 

源地编号 源地名称 特征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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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锦里沟 重点景区 

2 木兰古门景区 重点景区 

3 木兰天池 国家森林公园 

4 云雾山 重要林地 

5 木兰山 国家地质公园 

6 木兰湖 大型水库 

7 木兰草原 重点景区 

8 曾家河 重要生境 

9 鸭鱼湖 重要生境 

10 童家湖 重要湖泊 

11 武湖 重要湖泊 

12 付子湖 重要生境 

13 后湖 重要生境 

14 府河 重要河流 

15 武湖湿地 重要生境 

 

3.2 生态廊道和节点构建 

3.2.1 阻力面的建立 

采用 ArcGIS10.2 分别计算各因子阻力值并生成单因子阻力面(图 4),再通过栅格计算器叠加各阻力面,得到研究区综合阻力

面(图 5)。由图 5可知,研究区北部及南部大部分区域土地利用阻力值低,中部阻力值高。阻力高值区域主要分布在前川街道、罗

汉寺街道等城市污染相对严重区域。 

3.2.2 生态廊道和节点的提取 

生态廊道是源地之间的阻力低谷,即生态基质扩散的最佳阻力路径[29]。本研究首先采用 ArcGIS 中 Cost-distance 工具得到

黄陂区最小累积耗费阻力面。然后利用Cost-path工具,结合生态源地与最小累积耗费阻力面生成潜在生态廊道。生态节点分布

在连接源地之间的各生态廊道上,一般为生态功能相对最薄弱的地方
[30]
。根据最短成本距离得到的所有生态廊道的交点即生态节

点。在最小累积阻力面中,生态廊道是连接各源地的低阻力通道,而生态节点是高阻力通道与低阻力通道间的交汇点[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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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研究区单因子阻力面 

经筛选识别出研究区的生态廊道 132条,其中,关键廊道 81条,辅助廊道 51条(图 5)。从空间分布来看,研究区源地扩张累积

阻力呈现出以木兰天池风景区、木兰草原景区、木兰湖保护区为中心向周边逐渐增加。累积阻力值越低的区域,生态功能越重要,

区域内连接各源地斑块的廊道数量越多。关键廊道连接核心生态源地,是生态流扩散的主要通道,以木兰天池风景区为核心,廊道

向四周辐射扩散,主要在木兰天池—云雾山、木兰天池—木兰山、木兰天池—木兰湖等北部山林地带,该区域源地分布较多且距

离近,因此生态廊道密集,但长度相对较短。木兰天池—木兰山—童家湖廊道研究区域南北两端,途径森林、河流等对生态系统服

务价值高的地区,将耕地和城镇内贯穿破碎的生境斑块连接到其他重要源地上,维持整个区域的连通性,是建立研究区生态网络

体系最重要的廊道之一。辅助廊道分布在研究区中部和南部,为斑块间物种迁移提供进一步保障,协助关键廊道发挥其生态功能。

在识别廊道的基础上,提取生态节点共 83 个,生态节点作为各廊道的交点或转折点,在维持局部地区生态稳定性中发挥了小斑块

作用。 

 

图 5生态廊道与节点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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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生态安全格局分析 

根据生态敏感性评价和最小累积阻力模型分析,识别出生态源地、生态廊道、生态节点以及不同安全性层级区,运用 GIS 进

行叠加分析,构建出黄陂区生态安全格局(图 6)。 

图像表明,黄陂区各级别的生态安全水平区域在面积大小和空间分布上都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图 6黄陂区生态安全格局 

黄陂区的低与较低安全水平区域面积为 1452.33km2,占研究区总面积的 65.1%,主要分布在黄陂区北部和南部,包括蔡店乡、

姚家集街道、长轩岭街道、木兰山风景区、木兰乡的林地,还包括天河街道、盘龙城经济开发区、武湖街道、六指街道、滠口街

道的水域一带。其中,位于北部的低安全水平区是黄陂景点的主要聚集地,包括最有名的木兰天池、木兰山、云雾山、清凉寨等

景点。其土地利用类型以有林地、灌木林地、湖泊及湿地为主,是所有源地斑块的分布地带,也是整个区域发展和生态系统的重

要生态支撑,对保障研究区生态功能稳定和促进可持续发展起着支柱性的重要作用。较低安全水平区域分布在低安全水平区的外

缘地带,是低安全水平区的关键性生态屏障,对人类活动干扰及破坏有一定的缓冲作用。该区域的土地利用类型主要为耕地和部

分疏林地,是典型的林农交错地带。 

黄陂区中等安全水平区域面积为 402.96km2,占研究区总面积的 18.1%,主要分布在蔡家榨街道、六指街道等中部地带。土地

利用类型以耕地、草地为主,区域内分布大量农村居民点,是生态保护区和人类活动区的缓冲地带,属于限制建设区范畴。 

黄陂区高和较高安全水平区域面积为 371.0km2,占研究区总面积的 16.8%,主要分布在李集街道、罗汉寺街道的南部,前川街

道的东北部以及祁家湾街道的北部。土地利用类型以建设用地、交通用地和旱地为主。区域内有大面积城镇建设区以及天河机

场,将其划分为开发建设区范畴,可以适度开展工农业生产经营活动。 

3.4 景观格局优化方案 

基于已建立的生态安全格局,对黄陂区生态源地、生态廊道和生态节点提出保护策略和优化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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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强化生态源地的保护 

生态源地作为区域生态系统的核心,其稳定性直接影响研究区生态安全。研究区北部的锦里沟、木兰天池、云雾山、木兰山

等源地斑块,以生态林地为主,分布大量自然旅游景观,其土地利用方式应采取保持原有景观不变为主,对景观进行修复为辅的原

则进行优化布局,全面加强对生态林地的修复和保护,合理规划现有公共设施用地,景区除了向游客提供观光功能外,禁止其他用

途以及建设用地的开发,保证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对于中部及南部的源地,以童家湖、武湖、府河为代表,应着重加强对水域及湿

地的保护,限制河流开发,防止耕地扩张和城市建设对源地的威胁。 

(2)适当增设生态廊道 

为增大廊道的生态辐射强度,建议适当增加廊道建设,完善生态廊道空间网络布局。关键廊道包括河流廊道和道路廊道。针

对木兰山—鸭鱼湖、鸭鱼湖—付子湖、付子湖—府河、童家湖—府河等河流廊道,可划分河流两侧适宜宽度为生态缓冲区,对人

类活动影响起到缓冲作用。另外,可以考虑增加沿线绿化用地,提高植被多样性,以削弱城市发展对廊道的影响。木兰山—后湖、

鸭鱼湖—武湖等道路廊道,处于中部地区,居民点和耕地广泛分布,人类活动对生态安全产生影响,建议合理布局廊道绿化设施,

拓宽道路绿化带,设置天桥、隧道、涵洞等拱涵型人工通道,保障物种交流和雨水流经。对于辅助廊道,建议根据廊道的生态服务

功能及连通性作用,考虑设计合理的廊道宽度,适当增加廊道的绿化面积,使辅助廊道宽度能够基本满足生物迁徙,充分协助重要

廊道保障生态环境稳定的功能。此外,在识别出的生态廊道中,云雾山—童家湖、木兰山—后湖、木兰草原—童家湖、木兰湖—

曾家湖等部分廊道被耕地及建设用地在不同程度上拦截阻断,建议通过生态恢复或网络重建提高廊道的贯通性及质量,从而发挥

对生态系统服务的连接和传递作用。 

(3)优化和修复生态节点 

通过优化生态节点的布局,提高对外通达度,以便更好地控制景观运行。生态节点处一般具有生态环境敏感、脆弱的特点,极

易被破坏,很大程度的控制着生态源地之间的流通与连接。生态节点虽是小生境斑块,但其数量、质量以及空间分布都影响着物

种迁徙与流动。通过在中部廊道交汇节点修建公园、绿地和人工林,提高生态节点质量,加强源地与生态廊道之间的连通性,促进

生物间的迁移、扩散和交流,对维护区域间生态系统的稳定起着重要的作用。同时,对生态系统中由生态廊道与交通线路交汇形

成的生态断裂点可进行修复。在黄陂区生态安全网络图上叠加县级以上路网图,识别生态断裂点。对于识别出的断裂点,可以通

过建设地下通道、天桥和空中花园等方式,恢复和维持景观连通性。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该研究以湖北省典型的城镇片区黄陂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生态敏感性分析和构建最小累积阻力模型的方法,确立了以生态

源地为核心,生态廊道为桥梁,生态节点为交点的生态安全格局,将整个黄陂划分为五个不同等级的生态安全保护区,基于其空间

网络布局提出了城镇生态空间格局优化建议,对区域生态网络构建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区内生态源地主

要由林地及湖泊等具有重要生态功能且生态敏感性高的斑块构成,源地空间布局呈现“两极分布、相对独立、连通性较弱”的特

征;(2)基于自身因子和干扰因子两类指标构建的阻力因子评价体系,计算得到生态阻力值评价结果,其中林地阻力最小,水域次

之,因此林地及水域对于研究区生态安全意义重大;(3)从空间分布上看,廊道途径用地类型主要为林地和水域,在城镇建设用地

和大面积耕地地段最难连接。关键生态廊道的识别更能反映研究区生态安全水平,从而针对性的落实政策建议;(4)基于最小累积

阻力模型得到的研究区综合阻力值大小整体趋势与生态功能分区级别高低基本一致。研究区阻力面分析结果表明研究区自南北

向中部阻力值大致呈由低到高的趋势,生态安全水平呈一致空间分布;(5)各安全区在空间上形成依附性弱的空间组团布局模式,

研究区中部区域生态资源要素分布量较低,对于城市内部的生态渗透与连接效应较弱,不利于区域生态的生态要素与生态功能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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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 

依据生态安全格局,将研究区划分为五个不同级别的生态安全水平区。其中,源地和缓冲区为核心保护区,应禁止一切开发建

设,防止人类活动对该区域产生负面影响;开发建设区是城市发展和人类活动所需的区域,可进行合理的开发和建设,但必须控制

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性影响。过渡区作为交错地带,包括农业用地、城乡结合部等,该区域应该如何进行开发、管理和保护还有

待进一步探讨。依据研究区土地利用现状,结合休闲用地开发对自然和文化景观的影响制定差异化的土地利用布局模式,因地制

宜的为保护黄陂区生态系统,缓解区域资源环境压力提供现实可行的方法。 

4.2 讨论 

在以往的研究中,关于生态安全格局的研究多是针对现状用地进行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评价,其构建结果大多指向特征明显

的景观类型,缺少对山水型城镇类型生态空间布局的具体研究。黄陂区作为武汉市典型的山水资源型城市,景观格局与城镇空间

紧密结合,区域休闲旅游的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存在冲突,因此以黄陂区为研究对象,对长江中下游一带该类型城镇生态安全格

局构建有一定的代表性。本研究以生态敏感性综合评价和最小累计阻力面模型为基础,对生态源地、生态廊道及生态节点加以识

别,并简单的划分出重要廊道和辅助廊道,量化分析区域景观格局及变化,针对性的提出研究区生态安全格局优化建议,增加了研

究区生态系统的连接性和完整性,有助于提升生态空间活力,丰富生态景观层次,对协调山水型城镇的经济转型发展与生态系统

安全具有理论与实际意义。在本文中,生态源地的识别及生态阻力面的建立对生态安全格局的构建起到了重要作用。基于生态敏

感性综合评价,同时兼顾最小累积阻力面的划分,对于生态源地的有效识别和廊道构建具有一定的科学合理性,所识别的核心斑

块和重要廊道符合研究区实际情况。 

然而,目前对于生态阻力因子指标体系的构建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和量化方法。本文对于指标体系的构建,分别从景观自身

和景观干扰两方面出发,虽然结合了研究区具体情况,但对阻力模型的指标权重及等级赋值均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从而使研究结

果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因此借助其他相关数据对阻力值进行修正是未来研究的方向。此外,本研究针对研究结果对区域内生态

廊道及节点的布局优化提出了一定的见解,但研究尚浅。廊道宽度影响廊道功能的发挥,节点布局影响其作为战略点的作用,因此,

如何确定最佳的廊道宽度、如何确立最优的战略点位置,也是未来需要重点研究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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